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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问题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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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化与国内劳工移民密切关联，相互促进。 埃及工业化进程

的推进，拉动了农村劳工向城市大规模移民。 劳工移民在实现部门和地域

转移的同时，推动了埃及工业化进程。 纳赛尔时期是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

黄金时期，劳工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但

是，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埃及劳工移民的绝对数量增长极其缓慢，国
内劳工移民率下降；劳工移民陷入职业地位和财产收入难以提升的困境，
向上的社会流动也不断受阻。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萨达特和穆巴

拉克时期埃及工业化停滞不前和过度城市化，劳工移民教育水平的低下亦

是重要诱因。
关 键 词： 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工业化；城市化

作者简介： 毕健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７１０）；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 ２０１６ 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０７１０）。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１６１（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０３－１６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３·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当代埃及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埃及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工业化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济学家对国家发展战略形成共识，即“不是应否实现工业化，而是

应以何种形式实现。”①工业化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从量的扩张上看，工
业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农业的比重不断

下降。 从质的变化上看，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将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

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②。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一

再表明，工业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移民。 劳工移民实现

了就业部门和地域的重新分配，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工业化。 劳工移民亦

是人口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及人口已近 ９，４８０ 万，③国内移民率一度达到

１０％。④ 因此，劳工移民渠道是否顺畅，将直接影响埃及人口红利的实现以及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推进。
近代埃及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后，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

官组织开始竭力推动工业化发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及初步成为准工业国，其制造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３％，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 ２７％，符合同期制造业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１９％和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 ２５％的准工业国标准。⑤ 埃及的工业化

带动了大批农村劳工移民城市，劳工移民也反过来促进了埃及的工业化发展。 但进

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由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工业化的失败，城乡发展不

平衡，同时受劳工家庭背景和自身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增长

极其缓慢。 与此同时，劳工移民陷入职业地位和财产收入难以提升的困境。 因此，
本文在扼要梳理工业化与国内劳工移民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考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埃及劳工移民的困境及其成因。

一、 劳工移民与工业化的关系

劳工移民是指为了工作或出于改善生活需求，由出生地转移到居住地的劳工。
劳工移民类型多样，按是否跨越国境线为界，劳工移民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按
移民时间长短，分为短期移民和长期移民。 其中，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循环式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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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种短期的、循环的和居住地没有长期转换的移民，这也是目前埃及国内劳工移

民的主要方式。 实际上，劳工移民与工业化相互促进。 国际经验表明，大规模的劳

工移民一般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 埃及的工业化促使大量劳动力从上埃及农村向

下埃及大城市移民。 同时，劳工移民也为埃及的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源，促进了埃

及工业化的发展。
（一） 国内劳工移民和工业化的互动关系

劳工移民与工业化互相影响和促进。 工业部门的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

劳工移民的基本动力和加速器。 工业化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制造业等非农产业

的崛起。 由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大多聚集在城市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开始逐渐拉

大。 农村劳动力在预期收入的驱动下涌入城市非农产业。 钱纳里（Ｈｏｌｌｉｓ Ｃｈｅｎｅｒｙ）
和赛尔奎因（Ｍｏｉｓｅｓ Ｓｙｒｑｕｉｎ）归纳出了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
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拉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① 与此同时，工业化推动

社会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高层次职业数量逐渐增加，整体职业结构趋向高

级化，劳工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机会更多。 与此同时，劳工移民也能够推进城市化

进程，为工业化创造发展空间。 劳动力的地域、部门转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新分

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有利于形成产业集聚

和规模经济，并促进技术进步和发挥人口比较优势，最终实现工业效率增长，加速工

业化进程。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劳工移民规模和速度的变化与工业化进程基本一

致，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以英国为例，１７６０～１８７０ 年间，英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劳动

力流动规模较大，流动速度较高；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二战结束，工业发展减速，农业就

业比重下降放缓；二战后，由于农业部门加速机械化和集约化以及第三产业的迅速

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再次提升。② 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

劳工移民与之前的欧美有所不同，即工业化尚未完成，所谓的第三产业就成为吸收

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从中低收入国家来看，在 １９６５ ～ １９８０ 年间，城市化率与工

业化水平的变化呈正相关关系，但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年间，工业化程度相对稳定，城市化

率随着非农产业比重（包括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上升而上升，这主要是服务业比

重提高的产物。③ 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必

由之路。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服务业中，存在巨大的非正规就业部门，且生产

率低下，导致进入城市的劳工移民难以获得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引发过度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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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２０１５ 年，埃及的人均年收入达 ３，３４０ 美元，①属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划定的中

低收入国家。 埃及出现了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劳工移民社会地

位提升困难，工业化与劳工移民关系失衡。
探讨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关系失衡，需深入分析劳工移民的动因。 关于

劳工移民的动因，学界先后提出了诸如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新迁

移理论等主要解释框架。 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基于工业化造成的城乡差距，将城乡

工资差异或城乡预期工资差异视为移民的动因，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劳工移民的主流

理论。 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主要包括古典两部门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和托塔

罗模型。 １９５４ 年，刘易斯构建古典两部门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分成农村的传统

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部门。 他认为，基于两部门间的边际生产效率和工资差异，
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无限供给现代部门。 １９６１ 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利用新古典

经济学修正了刘易斯模型。 他们认为，非农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会随着农村剩

余劳动力和剩余产品的消失而结束，强调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性。 １９６９ 年，托
塔罗用预期收入概念替代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驱动分析，而城市和农村的失业率成

为影响预期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刘易斯、费景汉、托塔罗等学者提出的传统劳动

力迁移理论，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结构为前提，将城乡的工资差异或预期工资

作为影响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主要原因。 埃及推行城市主导的工业化政策，城乡差

距明显，因此城市预期收入高是埃及移民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难以解释劳工个体移民的具体考量。 人力资源理论和新

劳动力迁移理论为从微观层面分析劳工移民提供了有力支持。 人力资源理论将劳

工移民视为一种投资，强调劳工技能（教育、培训和经验）对移民的影响。 实证研究

证明，劳工移民更可能是“那些年轻、受过较好教育、回返风险较低、更有成就以及在

迁移目的地有较多联系的人”③。 １９９１ 年，斯塔克等学者将家庭作为分析劳工移民

的基本单位，提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他们认为，家庭可以有效降低劳工的移民成

本和风险，同时劳工移民又使家庭收入多元化，有利于消解贫困。 斯塔克还提出，农
村收入的不平等将引发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促使农村劳工移民城市。 埃及国内劳工

移民群体庞大，而且具有阶段性差异，其中劳工移民自身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和家

庭背景对移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二） 埃及国内劳工移民运动概览

大规模劳工移民运动肇始于工业化的启动，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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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直到工业化或产业结构转型逐步实现，劳工移民规模才随之减少。 埃及工业化

肇始于 １９ 世纪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推动了埃及劳工移

民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以来，当代埃及劳工移民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即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和 １９８１ 年至今。 纳赛尔时期推行城市主导的工业

政策，制造业和建筑业集中于开罗等大城市，国内劳工移民规模迅速壮大。 １９６６ 年

的人口普查显示，仅开罗就涌入近 １１８．１ 万劳工。① 萨达特时期，在私有化政策的刺

激下，城市建筑业发展迅速，吸引了众多上埃及地区的农村劳工，基于工程项目的循

环式迁移逐渐取代了原来基于农业季节的迁移。 由此，埃及国内劳工移民进入第二

个高潮期，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超过 １０％的埃及人参与了国内移民。②

１９８１ 年以来，埃及工业化进程严重受挫，国内劳工移民增长极其缓慢，具体表现

为国内劳工移民的绝对数量缓慢增长和国内移民率（即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
一般而言，劳动力规模的持续增长可有力支撑国内移民的扩张，促进劳动力从农业

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 当代埃及劳动力的规模增长迅速，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间，埃及劳

动力从 ７８０ 万增加到 １，８９０ 万，③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达 ２，１２０ 万人。④ 但是埃及劳动力规

模的持续增长未能促进埃及劳工移民队伍的壮大。 １９８６ 年人口普查显示，７．５％的埃

及人曾参与国内移民，其中仅 １８．６％的国内移民从埃及农村迁出，而农村移民中又有

２１．１％选择迁移到其他农村地区。⑤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埃及的平均国内移民率仅为

８％，同期世界平均国内移民率为 １５％左右。⑥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间，埃及国内移民率更

是下降到 ４％左右。⑦

当代埃及国内人口迁移主要包括四种形式：农村向城市移民、城市向农村移民、
城市间移民和农村间移民。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８６ 年和 １９９６ 年三次人口普查均显示，埃及国

内人口迁移规模超过 ４００ 万。⑧ 其中，农村向城市移民在 １９７６ 年达到高峰，占国内

移民总数的 ２４．６％。⑨ 具体的人口迁移路径是：从上埃及省份和中埃及省份到下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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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省份，从上、下埃及省份到苏伊士运河区，从埃及内地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地区以及

从埃及内地到边境地区。 上埃及农村地区是主要的外迁地，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

是主要接收地。 近年来，大开罗地区的边缘农村地区如吉萨省、盖尤比省也接收了

大量外来人口，人口快速膨胀。 埃及的人口迁移大致反映了劳工移民的情况，劳工

移民出于工作目的，主要选择从农村移民到城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从农村向城市的

劳动力迁移在劳动力地域迁移中占比最高，为 ４．１８％，①原本在上埃及农村工作的劳

动力最有可能参与城乡迁移，②其中产生流动劳动力③概率最高的地区亦是上埃及

地区，其概率为 １２．４６％。④

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困境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纳赛尔政府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积极推动工业化，埃及农村

劳工开始大规模移民城市。 国内劳工移民给埃及农村劳工带来了职业、财产收入、
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劳工移民依靠积蓄资助留守农村的家庭，以缓解贫

困。 但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城市制造业发展缓慢，正规工商业未能创造

足够的新岗位，造成移民城市的绝大多数农村劳工只能在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谋

生。 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正规就业部门定义为家庭服务、非专业劳动者等各种自谋生

计的形式以及少于 ５ 人或 １０ 人的微型企业。⑤ 据此定义，１９９２ 年，埃及城市非正规

就业部门吸收了 ４０％的非农就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与政府部门吸

收的就业人口相近。⑥ 非正规就业部门缺少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法律约束，薪酬低，且
无保障。 与此同时，劳工移民大多难以承担城市高昂的房租，被迫选择聚集在棚户

区，生活方式上仍保留着传统的农村宗族习惯，未真正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 综上

所述，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个体在完成部门和地域转移的

同时，却难以实现职业的提升、收入的提高，向上的垂直社会流动日益困难。
埃及劳工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同时，也实现了从农业部门到非农部门就业的转

换。 但限于教育水平，他们往往只能在城市从事诸如建筑搬运工等非正规工作，导
致埃及国内劳工移民难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缺少社会基本保障，职业地位提升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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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埃及劳工移民进入城市后，大致有三种工作类型：合同制工作、日计工作和任务

计工作。 但事实上，只有少数埃及国内劳工移民有机会获得合同制工作，而绝大多

数劳工移民都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按工作天数或具体任务来计算工资。 社会调查

显示，７６％的上埃及劳工在开罗从事日计工作和任务计工作。① 劳工移民在非正规

就业部门的工作极不稳定，每天的工作时间和每星期的工作天数浮动很大，每天工

作时间介于 ５～１８ 个小时间，日均 ８．５ 个小时，其中每天超过 ８ 小时的占 ３．３％；每星

期的工作天数介于 １ ～ ７ 天，平均 ４． ９ 天，其中每星期工作 ４ 天的占比最高，达
３４．７％。②埃及城市建筑业的劳工移民的职业同样缺乏稳定性。 城市建筑业是埃及劳

工移民的主要职业选择之一，调查显示，多达 ３８％大开罗的建筑工人是劳工移民。③

但是，建筑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只雇佣少数正式员工，高达 ９０％的建筑工人没有

正式劳动合同，其中 ７０％没有稳定雇主。④

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工作流动性过强，缺乏社会保障，风险大。 以埃及建筑业为

例，为逃避政府监管，埃及的建筑公司一般通过小分包商，或是非正规的包工头来雇

佣劳工。 在埃及，只有极少数分包商和包工头为劳工缴纳社保费，提供社保卡。 绝

大多数劳工移民一旦遭遇严重工伤，只能送回农村，治疗费用基本自理。 与此同时，
农村劳工移民到城市后，还要面临更有竞争力的开罗本地居民的竞争，职业地位提

升愈加困难。 调查显示，迁移到开罗的上埃及劳工中，只有 １１．８％的劳工有过工作变

化，基本上是转移到汽车修理厂工作。⑤ 即使在同一行业内，劳工移民也难以完成向

高级技工的转变。 调查显示，仅有 ３％的建筑业劳工从无技术劳工向专业技工转

变。⑥ 因此，在开罗工作的上埃及劳工中，只有 ２５．６％的劳工表示职业地位在开罗获

得提升，４７．９％的劳工表示维持原状，更有 ２６．４％的劳工表示职业地位下降。⑦

一般而言，城市非农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因此埃及国内劳工移民

的收入比居住在农村时有所提高。 然而，劳工移民大多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谋

生，收入不稳定，且城市生活成本日益高涨。 劳工移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相对有限，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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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 回归性分析显示，埃及国内劳工移民收入相比农民要高

４．７％。①这说明，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收入确实有所提升。 具体来看，１９８０ 年上埃及

米鲁夫省农业工人每日工资 １．２ 埃镑，同期政府雇佣的劳工移民每日工资 ０．８ 埃镑，
如加班能达到 １．６ 埃镑；私有部门雇佣的劳工移民工资更高，平均每日 ２ ～ ６ 埃镑。②

不过，劳工移民的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幅度有限。 上埃及米努夫省劳工一般每

年移民 ６ 个月，平均每年收入 ２１０ 埃镑，而世界银行统计的埃及 １９８５ 年人均年收入

为 ４３０ 美元。③ 由此可见，劳工移民较农村劳工收入有所增长，但如果考虑他们在开

罗的生活成本以及这 ５ 年间的通胀率，④上埃及劳工移民的实际收入不足埃及城市

的本地劳工的一半。
国内劳工移民收入增长不足，同期埃及城市房价和房租高涨，导致劳工移民只

能聚集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生活条件恶劣。 纳赛尔政权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为
社会中下层提供大量保障性住房，并严格限制房租上涨。 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

期，埃及转而推行经济自由化，放宽对房地产行业的限制，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房地产

市场。 同时，埃及劳工移民大量涌入开罗、亚历山大两大城市，城市住房需求量大。
埃及地价一路攀升，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０ 年间，土地均价从每平方米 ５０ 埃镑涨至每平方米

２５０ 埃镑。 近年来，开罗市的地价已升至每平方米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埃镑，市中心地价已

高达每平方米 ３０，０００ 埃镑。⑤ 国内劳工移民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房价和房租，他们

不得不侵占城市周边土地，自建简易的非正规住房，导致城市棚户区迅速扩张。 ２００６
年的调查显示，埃及开罗棚户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２．５７％，正式城区则低于 ０．４％，棚
户区人口已经占开罗总人口的６５．６％。⑥近年来，棚户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千米

２，０００人，远超国际平均水平。⑦ 棚户区基础设施缺乏，生活条件艰苦，房屋多为窝棚

草屋，水电供应不足，卫生和教育条件差。
劳工移民在城市省吃俭用，以资助留守农村的家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缓解贫

困。 同时，他们在进入到城市新环境后，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之出现变化。 部分

在城市从事底层工作的劳工移民，认识到受教育程度低是限制自身发展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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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ａｎｄ Ｋａｒｉｍ Ｂａｄ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ｋｅｌｉ⁃
ｈｏｏｄ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 １０．

Ｊａｍｅｓ Ｔｏｔｈ，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１９６１－１９９２， Ｇａｉｎｅｓｖｉｌｌ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 １９９９， ｐ． ２９．

Ｉｂｉｄ．
１９８６ 年 １ 埃镑兑换 ０．７３ 美元，考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中间的 ５ 年时间差和物价变化，可大致估算汇率为 １

美元等于 １ 埃镑。
刘冰洁：《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埃及住房问题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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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因此，他们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具体重视程度随劳工自身文化程度的上升而

加强。 自身为文盲的劳工移民中，有 ４．４％的劳工认为男孩应接受教育，１３．３％的劳

工认为女孩应接受教育，而受到过中专教育的劳工认为男孩和女孩应接受教育的比

例均为 ３６．７％。① 但劳工移民在生育偏好和童工使用上依然十分保守。 对在开罗的

上埃及劳工进行的调查显示，子女数量随着劳工移民的年龄而增加，４５ ～ ４９ 岁劳工

平均有 ５．６ 个小孩，高于上埃及地区平均的 ４．５ 个，②且偏爱男孩。 此外，使用童工在

参与国内移民的劳工家庭更为常见，劳工移民家庭中高达 ４４．３％的男孩和 ４２．２％的

女孩曾经有过担任童工的经历。③

三、 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困境的成因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国内劳工移民最强大的拉动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城乡工

资差异或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则是劳工移民的主要推动力。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埃

及劳工移民困境，主要是埃及工业化失败和过度城市化的产物。 埃及农村劳工教育

水平的低下及其贫寒的家庭背景，则是造成劳工移民困境的重要诱因。
（一） 工业化停滞不前

萨达特执政以来，埃及实际上抛弃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这是导致国内

劳工移民困境的根本原因。 萨达特时期埃及政府推行的“开放政策”，穆巴拉克时期

的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亦即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埃及实际上放弃了工业化，造成了

严重后果。 一方面，工业化裹足不前，埃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的劣势长期

固化。 所谓的四大支柱产业，即石油出口、侨汇、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极易

受到地区局势和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另一方面，具有地区乃至国际竞争力的正规

工业部门失去发展动力，造成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大量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直接

导致国内劳工移民的困境。
纳赛尔时期是埃及工业化和国内劳工移民的“黄金时期”。 代表中小资产阶级

的纳赛尔政权在经济上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加速工业化进程，引发农村劳工大规模

移民城市；在社会制度上，推行“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限制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

利益，保护工人和农民权益。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高速增长，制造业增长较快。
１９５９～１９７５ 年间，埃及采矿业和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 ５．９％，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４．８％的增长速度。④ 埃及工业结构也实现逐步升级，在工业增加值中，基本消费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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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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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比重由 １９５２ 年的 ６４．８％下降到 １９６６ 年的 ５５．６％；化工、纸张、金属等中间产品

比重的增加引人注目；机器制造业的比重明显增长，由 １９５２ 年的 ０．７％上升到 １９６６
年的 ４．４％。① 埃及逐渐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准工业国。 埃及工业化的推

进给埃及农村劳工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 与此同时，纳赛尔政权强调阶级合作，协
调劳资关系，允许工人参加企业分红和管理，实行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有力地维护了

劳工移民的权益。 不过，埃及劳工移民规模超过了城市需求，过度城市化问题开始

凸显。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放弃了纳赛尔时期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转而

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 １９７４ 年，萨达特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放宽对私人资本的限制，
一厢情愿地试图将埃及的劳动力与阿拉伯世界的资本、西方先进技术相结合，促进

经济发展，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埃及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末端。 １９７０ 年，埃及

取消对私有财产的监管。 １９７４ 年，埃及颁布《阿拉伯和外国在埃及投资和自由区

法》，向外国资本开放埃及经济，提供相关保证和特权；１９７７ 年颁布的第 ３２ 号法律进

一步增强了这些保证和特权。② 外国资本短期内大量涌入，扰乱了埃及的金融市场，
也造成寻租活动收益远高于生产性活动、消费品大量依靠进口的局面，或称为“消费

性开放”。 穆巴拉克时期延续了开放政策，并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先后进行了两次结

构调整和经济改革，以推进经济自由化和发展私有部门。 期间，穆巴拉克政权也曾

大声疾呼发展工业，力图加大对生产领域的投资，从而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但埃及国

内生产部门的改革严重滞后，未能满足经济开放的外向性要求。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质是去制造业化，直接导

致埃及国内制造业萎缩。 １９５９ ～ １９７５ 年间埃及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１７．５％上升到 ２０．５％，③但自萨达特实施经济改革以来，这个比率一直在 ２０％之下徘

徊不前，④至 ２０１６ 年下降到 １５．８％。⑤ 一方面，工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埃及工业品在

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地租性经济即侨汇、石油出口、旅游业和苏伊士运

河通行费等易受国际环境影响的行业蓬勃发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及经济的高速

增长主要动力之一便是石油业，１９７５～１９７９ 年间埃及石油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惊人的 ３３．４％。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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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的埃及》，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田文林：《埃及“强国梦”受挫的深层根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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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埃及与土耳其的工业化，可以清晰地证明埃及工业化的失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及和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能力和出口结构大同小异，１９７７ 年工业

品出口占两国出口总额的 ２５％。① 与埃及不同，土耳其长期坚持进口替代战略，着力

发展民族工业。 至 ２００３ 年，工业品出口已达土耳其出口总额的 ８５％，而埃及的工业

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 ３９％。② 侨汇、石油出口、旅游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则取代工

业品出口，成为埃及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手段。 １９７５ ～ ２０００ 年间，侨汇、石油出

口、旅游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占埃及外汇总收入的 ６４％。③ 然而，这四大经济支柱全

都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具有寄生性，无法真正提高埃及的社会生产力。 自 １９８０ 年

以来埃及全要素生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也是埃及工业化失败的具

体表现。④

去制造业化是造成埃及劳工向上社会流动受阻的根本原因。 工业发展能够推

动产业规模的扩张，增加职业的绝对数量；同时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带动职业结

构的高级化。 然而，埃及制造业发展不足，工业化进程裹足不前，给埃及劳工移民带

来众多不利影响。 首先，埃及城市新增就业机会减少，扩大了劳工移民的失业风险，
打击了农村劳工参加国内移民的积极性。 其次，埃及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大幅上升，
农业就业人口比率下降，产业层级提升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如同 ２０ 世纪末的其

它中低收入国家，埃及服务业总体层次低，反而限制了埃及的职业结构高级化。 多

数国内劳工移民最终进入城市的非正规就业部门，难以获得体面的职业和稳定收

入。 最后，埃及工业体系不健全，电力、通信、交通等产业薄弱，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造成国内劳工移民居住和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埃及工业化失败反过来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造成国内劳工移民供给不足。 费景汉和拉尼斯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

并非无限制地供给城市，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的主要动

力。 埃及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相当严重，９５％的埃及人聚居在仅占国土面积 ４％的尼罗

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农村劳动力充沛，农业生产率低下。 埃及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率从 １９５９ 年的 ３１．５％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５％，２０１２ 年仅为 １４．５％。⑤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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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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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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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ＤＢ， ＯＥＣＤ， ＵＮＤＰ，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１４， ｐ． 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ｄｆ ／ ＡＥＯ２０１４＿ＥＮ．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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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占埃及总劳动力的比重也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５６．５％下降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４２％，①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９．２％。② 由此可见，直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埃及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仅为埃及国内

平均生产率的 ５０％，如此低的农业生产率严重制约埃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导
致埃及农业部门劳动力居高不下。 人口普查显示，埃及农业劳动力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４４０
万增至 １９９８ 年 ８９９．３ 万，③２０１３ 年稳定在 ８０６ 万左右。④ 埃及农业盛行佃农制，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缓慢；农业产值增长主要依靠种植经济作物，农业机械化程度低。
农业生产的低效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难以离开土地。 ２０１０ 年埃及劳动力调查显示，
农业部门中仅有 ２．７％的劳工参加了国内移民。⑤

（二） 过度城市化

大工业生产要求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高度集聚，因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

然结果。 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距，决定城市工资收入水平

一般高于农村。 依据托塔罗的学说，城市更高的收入预期驱动农村劳工移民城市。
埃及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快了国内劳工流动的速率和规

模，但收入预期也受到城市失业率等因素影响。 埃及城市过度发展，开罗、亚历山大

等城市的超大城市化问题突出，造成埃及城市失业率高企，打击了劳工参加国内移

民的积极性。 １９８８ 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埃及城市省份失业率每增加 １％，就会导致农

村移民城市的劳工减少 １．６％。⑥ 更重要的是，大量埃及农村劳工最终进入城市棚户

区和非正规就业部门，导致劳工向上的社会流动困难。
埃及长期推行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优先发展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和苏伊士

等下埃及主要城市。 １９９６ 年，埃及共有 １６ 个工业园区，９ 个位于大开罗，其产出占埃

及制造业产值的 ５７． ２％；另有 ４ 个位于亚历山大，其产出占埃及制造业产值的

２２．５％。⑦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加重了埃及城乡发展的失衡，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城

市。 ２００５ 年的调查显示，最富有的 １％埃及人中有 ９３％居住在城市；最富有的 １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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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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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有 ８１％居住在城市。① 同时，埃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城市更高

的预期收入吸引大量上埃及的农村劳工特别是年轻农村劳工移民城市。
城市人口比率的上升是城市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大量农村劳工移民城市，推

动了埃及城市人口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城市化的发展。 埃及的城市化率从 １９４７
年的 ３４％增长到 １９６６ 年的 ４０％，１９７６ 年又继续增至 ４４％，直到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年间稳定

在 ４２．６％左右。② 埃及官方城市分类包含三种类型：城市省份，仅限开罗、亚历山大、
塞得港和苏伊士四省；拥有市政机构的城市；农村地区和农村省份的省会。 有学者

尝试将埃及城市重新界定为人口规模 １，０００ 以上的聚居地，根据这一划分标准，１９９６
年埃及的城市化率达 ６６．８％，２００６ 年达 ６７．５％。③ 相对人口自然增长，国内移民在埃

及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４７～ １９６０ 年间国内移民占埃及城市人口增长的

２６．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年间上升到 ３８．６％，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７ 年间达 ４０．７％。④ 但过多劳工移

民涌入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导致埃及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过度城市化问题越

来越突出。
过度城市化是指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因而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比是衡量埃

及过度城市化问题的有效指标。 纳赛尔时期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并没有实现埃及工

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期过度城市化问题更为严重。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年间工业产值占埃及总产值三分之一左右，⑤同期埃及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４０％。 在工业化进程中，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基本同步的。 有研究表

明，英国 １８４１～１９３１ 年间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为 ０．９８５，法国 １８６６ ～ １９４６ 年间为

０．９７０，瑞典 １８７０～１９４０ 年间为 ０．９７６。⑥ 从劳动力配置角度看，埃及城市化超前工业

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２０１５ 年埃及的城市化率已达到 ４３．１％，但 ２０１３ 年埃及工业劳动

力与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率相同，仅为 ２３．５％，而服务业占比达 ４７．３％。⑦

１８６５～１８９５ 年间，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法国、瑞典、瑞士的城市化率介于 １１％ ～ １３％，
工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率分别达到 ２９％、２２％和 ４５％。⑧

超大城市化是埃及过度城市化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是阻碍劳工移民个体向上社

会流动实现的重要原因。 埃及城市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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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首都开罗、亚历山大两个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缓慢。 大开罗地区的人口是埃

及最大二线城市塞得港的 ２５ 倍。① 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

矛盾，导致城市失业率高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埃及全国失业率为 １２．７％，其中城市失

业率达 １４．９％，农村失业率达 １１％。② 大开罗地区作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失业问题

更为严重。 ２００７ 年的调查显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间全国失业率从 １１．７％下降到 ７．８％，
其中大开罗地区是唯一一个失业率没有下降的地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６ 年间，大开罗地区

失业率从 ９．０％上升到 ９．３％。③ 开罗、亚历山大是埃及农村劳工的主要移民目的地。
因此，劳工移民也成为埃及超大城市化的主要受害者。 劳工移民与开罗本地劳工相

比处于弱势，他们面临更加严峻的失业压力。
（三） 人力资源与家庭因素

劳工移民的教育状况与家庭背景，亦是造成其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
家庭收入多元化是埃及农村贫困家庭劳工移民城市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恰恰是

农村家庭贫困，使其缺少劳工移民实现个人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 土地是农村家庭

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居住在开罗的上埃及农村劳工中有 ５８．７％没有土地，２４％
拥有 １ 费丹（１ 费丹约合 ６．３ 市亩）以下的土地，１１．６％拥有 １～２ 费丹土地，剩余 ５．８％
拥有 ２～３ 费丹。④ 埃及农村底层家庭为缓解家庭贫困，往往通过协商派男性家庭成

员移民城市，以便获得更高的家庭收入。 ２０１０ 年的社会调查显示，国内劳工移民比

农村劳工的平均工资收入高 ４．７％。⑤ 但贫寒的家庭背景难以给劳工移民提供资金、
技术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劳工移民进入城市后大多只能进入非正式就业部门，限制

了收入的提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埃及多数时期通货膨胀高企，食品价格上涨过

快。 很多埃及贫困家庭转而选择重新进行农业生产，减少家庭食物支出，缓解经济

压力。
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妨碍他们获得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

最终导致劳工移民社会地位难以提升。 教育水平深刻影响着劳工的移民选择。 回

归性分析显示，劳工的教育水平比目的地高的时候，无论是前往农村和城市的可能

性都是正相关的。⑥ 但实际上，在参加埃及国内移民的劳工中，文盲和中专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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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 ２０００ 年对上埃及在开罗的劳工调查显示，文盲或接受过中专教育的劳工

是国内劳工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占 ４５．９％和 ３５．５％。① 其中埃及年轻劳工移民

中接受过中专教育的人数逐渐增多。 数据显示，２０００ 年参加国内移民的年轻劳工中

接受过中专教育的比例较年长劳工高，２０～２４ 岁中有 ５４．７％接受过中专教育，２５ ～ ２９
岁中有 ２３．３％，但 ３０ 岁以上中有 ５９．５％是文盲。② 埃及中专教育由于扩张过快，教育

质量低，学生素质普遍不高。 文盲或仅接受过中专教育的埃及劳工难以适应城市的

现代部门，只能在城市非正式就业部门谋生，收入微薄，甚至低于非劳工移民。 ２０１０
年的社会调查显示，文盲和中专劳工移民的收入均低于非劳工移民，文盲和中专教

育程度的劳工移民年均收入分别为 ８５３ 埃镑和 ９７６ 埃镑，非劳工移民分别为 ９５３ 埃

镑和 ９９０ 埃镑。③

职业技能培训缺乏是劳工移民向高级技术岗位流动的又一不利因素。 大多数

埃及农村劳工缺少专业技能。 调查显示，９４％的上埃及农村劳工没有专业技术，只有

５．８％的劳工拥有经商等职业技能。④ 由于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小部分掌握专业技

能的劳工也往往难以适应城市工作环境与生活节奏。 因此，农村劳工进入城市后，
企业的职业技能培训成为劳工移民获得稳定职业，并向中高级技工转变的关键因

素。 近年来，一些埃及企业开始向劳工提供职业培训。 ２００８ 年的世界企业调查显

示，２２％的埃及企业提供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高于中东地区 １０％的平均水平。⑤ 但

埃及中小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远低于大企业，１００ 人规模以上的企业中 ３３％提供职

业培训，５～１９ 人规模的小企业中只有 １３％。⑥ 非正规就业部门则基本不提供职业劳

工培训，而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恰恰是埃及农村劳工的主要就业选择。 本身

缺少技能的劳工移民又难以获得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
职业地位提升无异于“水月镜花”。

四、 结语

国内劳工移民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

及国内劳工移民规模庞大，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内劳工移民逐渐陷入困境。
当代埃及劳工移民对劳工个体和埃及社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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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层面来看，规模庞大的早期埃及劳工通过国内移民成功地改变了自身命

运，缓解了家庭贫困。 然而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大部分埃及农村劳工进入非正

规就业部门，职业地位和财产收入难以提高。 他们只能集聚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城市

边缘地区，对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怨声载道，再加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蛊惑，政治

暴力事件频繁爆发，威胁社会稳定。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方面，埃及劳工移民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了农

村地区的失业问题。① 不过从穆巴拉克执政开始，国内劳工移民增长陷入停滞，大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部门，埃及人口红利难以完全释放。 劳工移民进入城

市后，又难以接受必需的职业技能培训。 ２０１３ 年，埃及的人力资源指数仅为 ０．６６２，
排在世界第 １１２ 位。② 另一方面，埃及人口的城乡迁移的确实现了人口、资本等生产

要素的集聚，有力地支撑了埃及工业化的发展。 但由于各种资源过度偏向向城市特

别是大城市，区域经济和城乡发展失衡，因而劳工移民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给开罗的基

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加剧了埃及过度城市化问题。 与此同时，沙漠新城又缺乏足够的

劳动力支撑其发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年间，埃及的新城仅吸收了埃及新增人口的 ４．３％。③

展望未来，埃及摆脱国内劳工移民困境的关键依然是如何突破工业化瓶颈。 国

际发展经验表明，成功推进适合本国国情与发展道路的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和

社会协调发展，是大规模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必由之路。 历史经验表明，像埃及这样的人

口大国，绝不可能依靠地租性经济实现经济腾飞，内生性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才能托起埃

及强国富民的复兴梦。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政局逐渐趋于稳定，推进令人振奋的“振兴

计划”。 塞西政权大刀阔斧地进行财税金融改革，稳定宏观经济环境。 同时，在基础设

施建设、超大型项目如新首都、苏伊士运河经济走廊计划方面不时有惊人之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以塞西总统为首的埃及执政精英在改革与发展

上决心很大，但面临的矛盾、困难和掣肘不可小觑。 在埃及决心推进以工业化为核

心的发展战略进程中，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埃及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全面推进，为中埃两国优势互补、扎实推进产能合作提

供了崭新的平台。 埃及可直接利用中国充裕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产业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持续创造就业机会。 这是中埃两国双赢的过

程，亦有助于埃及国内劳工移民走出困境。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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